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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含义的异同

刘 家 和

现在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时候，做中国史的人免不了引用一些外国流行的词汇；做外国史的人，
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国人，自然也会用到中国的词汇。这样同一个词汇，有时在同一个会场大家都在
说。可是实际上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和听的人所感觉到的并不一定相同，这就会导致一些无效的情况，
甚至会引起误会。

“编年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里“编年史”加了个引号，有人会问，这个词还需要解释吗？中国
人只要是搞历史的，甚至不需要是搞历史的，都能够知道编年史的意思。编年史是中国历史学最重要
的体裁之一，《史通》讲“六家”“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纪传、编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清楚的。中
国人讲纪传、编年是体裁问题，不标志着有什么特定的意思，也不否定纪传和编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定的历史可以用编年体写，也可以用纪传体写。班固和他的父亲、妹妹一起写成《汉书》，这部伟大
的著作是纪传体，可到汉献帝的时候，觉得《汉书》太大，所以就命荀悦改成了编年体的《汉纪》。为什
么要改写呢？因为《汉书》中像“十志”有很多专门问题，汉献帝看不明白，他也不想看———正如现在很
多人读《汉书》不读“十志”一样。汉献帝是想知道西汉所以兴起、所以衰亡的原因，他只想知道政治上
一个大概，所以就改用编年体，主要记政治大事。可见中国的编年体跟纪传体虽然是不同的体裁，但
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实所谓纪传体，纪者，本纪也，本纪就是编年体，是纪年的，所以中国的纪传
体本身就包括编年体。本纪作为纲，然后有各种的专题，比如世家———当然《汉书》等就没有世家
了———还有列传，等等。所以中国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一体的，只要有利于历史的表达，用哪个都可
以。而且也不只是这两个体，如果读起来还不方便的话，后来还出现了纪事本末体。所以中国人是把
编年体当作纪事的一个体裁来看的，这在中国是比较清楚的。

外国人则不同。外国人讲历史，分成历史和编年史。这最初是从哪儿开始的呢？罗马就有不少
的编年史家，他们作的编年史跟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有什么不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所说的历
史，用英文说就是ｈｉｓｔｏｒｙ，它的希腊文的原义是探究，ｉｎｑｕｉｒｅ。怎么探究呢？就是说他写的东西一定
要有目击者能证明，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只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为过去的人和历史做证
明，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远未出生，当然我们更不能为以后的事做证明。所以在希腊，最初
“历史”这个词本身内在的含义就是有当代性。在西方，除了这种历史以外，还有就是编年史。编年史
一般用英文说就是ａｎｎａｌｓ，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文的“年”。编年史是个概括的说法，里面也有很多
种，有年代记，大事年表等。不仅在希腊、罗马有，古代亚述在公元前很早就有王表，还有神庙、后来的
修道院等各种机构，都有按年的记载。这些后来就一概归之叫作编年史，到中世纪时西方的编年史就
已经非常发达了。这是编年史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

那么西方的编年史和中国的编年史一样吗？它们是很不同的。西方的编年史是找不出中国编年
史那种特点的。中国编年史的特点，比如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可以看出来，上来就把年代记清
楚，《春秋》更是这样子，有年、有时———就是四季———有月、有干支日，所有事情都严格地记在这下边。

而西方的编年史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的西方的编年史，写法和他们的历史是一样的。这里我可
以更明确地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罗马帝国前期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塔西佗本人的经历很模糊，生卒年
都不清楚，他自己也没写出来。但是他写了两本大书和两本小书。小的两本一个是《日耳曼尼亚志》，
是讲日耳曼的，也不是什么直接史料；另一个是《阿古利可拉传》，是他的岳父的传。大的两本一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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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另外一本就叫作《编年史》。在塔西佗一个人的著作中间，就既有《历史》又有《编年史》，这两
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写的形式上看，它们是一样的，记载形式跟希罗多德他们记载的形式没什么
区别。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的区别在于，《历史》记载的是公元６９年到９６年之间他所亲身经
历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他直接的经验，是有证据的，是活的，所以他把这些写成《历史》。写完《历史》以
后，再返回头，从奥古斯都死过的第二年写起，这就是《编年史》。《编年史》写作的时间在《历史》之后，
但内容的时间是在《历史》之前，塔西佗是先写后面，再写前面。其实在塔西佗之前，罗马就有不少史
家写过编年史，例如老伽图等。但到塔西佗的时候，在他的著作里编年史跟历史就表现出明显的区
别。同一个人所写，可以一部分是历史，一部分是编年史。其中的区别在体裁上吗？不是，体裁完全
一样。其实区别就在于历史是塔西佗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这是历史；在他以前———他的父亲、祖
父经历的事，都是编年史。这倒让人想起了《公羊传》里的“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塔西
佗的《历史》就相当于所见世，《编年史》就相当于所闻世跟所传闻世。塔西佗用他自己的著作表明西
方的编年史不是一个体裁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历史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用编年史这个词的时
候就要注意，不能以为他们的编年史就跟我们一样，西方讲的编年史恐怕就不能用我们的按年、月、日
这样的体裁上的编年史去理解。塔西佗以他自己的实际著作表明，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

这个观念在西方鲜明到什么程度？在这以后下边就是意大利的克罗齐。克罗齐活得很长，从

１８６６年一直活到１９５２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其中在理论部分他专章讲到“历
史和编年史”。克罗齐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即“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为
什么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未必人人都深入研究过，而且现在这也不是个太热的问题了，
但这个说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为什么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呢？这里关乎到一个如何看待时
间的问题。克罗齐举例说，比如我在写一篇论文，或者我现在正在做这样一次说话，我从刚才开始说
到现在，还没说完，还要继续说，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对于我来说不是过了多少分钟的问题。在我
看来这时的时间是一个整体，都是现在，而不是说我开头说的就叫过去，我现在还没说的就叫将来。
这段过程里的时间是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的，是一直到现在的“一”，所以这时候历史对我来说都
是当代的。克罗齐认为，历史只要是在精神上有联系的，就是当代的；如果精神上断了联系了，就是编
年史。哪怕是很远的古代的历史，只要它同我们今天有精神上的联系，它也是当代史。有些原来是历
史的，可是年代久了，有些东西我们忘了、不知道了，失去联系了，于是活的历史就变成了编年史。所
以克罗齐比喻说，历史是活的人，编年史是活人留下的遗骸，编年史是从历史中产生的，是历史失去了
精神、失去了联系。那么从活的历史变成死的编年史，它的精神还有没有可能复活？这也是可能的。
比如，很多人写希腊美术史，本来我们是看不到希腊人的画的，因此就只能是有材料但看不到精神的
编年史，但当文艺复兴发生以后，希腊人的精神在这时就复活了，这时我们就能看到希腊美术的精神。
因此他说编年史就像一片片断裂的遗物，只能放在古物馆里看，但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是为了留待以
后复活。所以克罗齐特别写了“历史和编年史”一章。这里我附带要说一下，他说还有一种东西叫“伪
历史”，就是假历史。假历史就是拿一些历史内容、材料，加一点儿文学色彩的加工，就变成一种不是
真正历史的东西。

克罗齐诠释了他自己对历史和编年史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的传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
们是讲体裁问题，他们是讲精神上是否一致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编年史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在认识
方面，中国人讲历史看重的是发展形势，而不是说编年史和历史有什么区分。中国人讲的是“通古今
之变”，历史是变化的，是经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这样发展起来的，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所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经变化，自我革新，再不断往前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能
有五千年文明的原因，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我们这种史学精神在实际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和表现。总之，我讲这些就是想说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在中国的名词跟西方的词相同的时候，头脑
里千万要留个区分的余地，不要混在一起，一旦混在一起，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

［附记：本文为作者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２０２１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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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由博士后刘骏勃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订］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１２　１９
作者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责任编校　李　恒】

社会进程与历史规律：
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说不同认识之辨析

李 学 智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学界长期、持续关注的问题，但具体认识歧见鲜明。笔者兹就不

同观点尝试进行辨析，略申己见。

一　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有五种和三种的不同论述，应该说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或是以不同视角分析

论述社会形态问题而作出的不同表述，均表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经典表述，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其

在１８５９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

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

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

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

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

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９１～５９２页）马克思此

段论述，以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深刻阐明了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因素和内

在逻辑，并且对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发展所经历的诸种社会形态做了“大体说来”的胪列。

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论述，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

历史哲学，而是直接针对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永恒的理论提出来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社

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不是永恒的（段忠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２７页）。持此论者十几年后再次强调，马克思从未提出过所谓五

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的“依次更替”；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事实上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灭

亡的理论”（李旸：《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第十三届“马克思学论坛”综述》，《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５５页）。

问题或许不是这么简单。事实上，前述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那段表述，就并不是直接

针对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永恒的理论提出来的，而是在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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